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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作风

韩祥林
（一）我在上海技术师院工作时，有次去市教育局请示工作，那天局里领导正在开会，我听汪亚民同志他对离休后的态度称：

“在职时，有职、有权、有责；任顾问，有职、无权、有责；离休后，无职、无权、有责。”

汪亚民同志这三句话，把“职、权、责”三者关系概括的简明扼要，特别提到在无职无权时，仍要对人民、对社会负有责任，讲得非常深刻，使我深受教育，引以为我离休以后的指导思想。在我求学时代，学校倡始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一直教导我们要“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明末先贤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中华民族的美德，都要求大家把民族、社会的使命担负起来，以“天下为己任”。现在组织上要求我们当好“六大员”，这也是我们应负的责任。

（二）东华大学（原华东纺织工学院）有批离退休的老教师，有的被学校聘为“教学巡视员”、“党建辅导员”，有的参与教材编写，有的积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等等，继续为学校建设作贡献，他们的工作也很顺利，得到学校各级领导的欢迎。因为都是离退休人员，他们告诉我，在工作中信守了如下几条原则：

“到位不越位，参与不干预，献策不决策，协办不包办”。

这四句话二十个字，通俗易记，毫无“官话、套话”味道，这是在实践中概括成的“群众性语言”。这种工作作风，既发挥了离退休人员的积极性又尊重了现任各级领导，将事业往前推进。我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作为自己学习的心得。

2013年11月12日
愉快的诀别

徐学渔
诸亲好友、老同志等的诀别，是一件十分悲痛之事，不免要落下几滴悲伤的眼泪。但时任全国科技、技术协会党委书记（正局级）的刘平同志，却能做到愉快的诀别。

1990年10月，我的入党介绍人刘筠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刘平从北京来沪，约在他家与过去年青时期的一批老同志谈谈心，自买、自烧、自吃。我如期赴约，见面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感慨万分：建国以后，不是以刘少奇提出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地步。我们这批纯洁的热血青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马福龙同志算最倒霉，当时他在青年报社编辑部工作，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每期写一篇评论当时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的文章，取名为“小辣椒”，意思是有些辣味的，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在反“右”运动中为此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达18年之久。现在虽然落实了政策，委任他为文汇报社总编辑（正局级），但在这戴帽的18年时间内是很不好受呀？比较起来，我算最幸运，虽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在1955年受时任中共上海市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同志和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同志冤案的牵连，被调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来到当时的上海第二师范学院，非但得不到重用，还要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思想改造”，往往被安排在首批，而且时间特别长。看看那些像墙头上的狗尾巴草、风吹两面倒的极“左”分子，自私、自利，各种利益都要占有，而且政策水平极低，在骗得了领导岗位后，往往以自己错误的想象来代替党的政策，真是害人匪浅，但却能受到重用，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刘平还告诉大家：他正在写一本《中学时代》的一群年青人，把我们这批人，全部都写进去。他还送给我们每人新东阳肉松一包留作纪念。就餐后因刘平要到国际饭店旁的培罗蒙服装公司定制一套西服，我就与马福龙同志，乘他的便车同行。下车后路过大光明电影院时，又触境生情：四十多年前刘平加入我们地下党前，先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时”。当时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约他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电线杆旁见面，他左手持报，当时的联系暗语等，都还历历在耳。最后我们挥手告别。

刘平回北京后不久，就寄来了那天会餐时摄的照片，并感谢大家对他的盛情接待。但不久噩耗传来，刘平同志与世长辞了，实际上他自知患上了绝症，已不久于人世，到上海来是与年青时代的一批老同志告别的，培罗蒙服装公司做的那套西服，就是他的寿衣。我得此信息后，不觉潸然泪下。

此后我每次路过大光明电影院时，总要望望那根电线杆，好像刘平还站在那里等我去接关系。他没有死，他还在写《中学时代》的一群年青人这本书。
刘平同志你没有死，你还活在我们心中。
“摇船不进港”
韩祥林
“摇船不进港”，这是1978年间筹建上海师范学院分院（今“奉贤校区”）时，因我对改造“猪舍、牛棚”，安排进校教职工家属住宿拖延不决，受到陈瑞麟同志这样的批评。初听有些刺耳，但他批得好，我接受。提起此话，已有35年了，我一直牢记不忘，由此还想起筹备师分院时那些往事。

师分院的校址，原是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文革一结束，但它并未随之停办，相反在那时的中央文件上，还规定要“继续坚持，认真办好”。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同志复出，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务。8月，他就在科研和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建国以来17年的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都是劳动者”。他要求知识分子要以5/6以上时间用于业务。“不能再做不务正业的事了”。他主张“要下决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同年10月，国家就恢复了高考。

为贯彻中央精神，1977年11月25日，上海市教卫办布置各单位，要狠批《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即把建国以后的教育战线估计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把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估计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我负责文教五七干校，同样狠批了“两个估计”。此时上海的高等学校已经全面招生，大家都忙于教学、科研业务，已无力再抽出成批教职工去干校轮训。五七干校已趋于办不下去局面。

1978年3月27日，上海市委副书记严佑民率领干部前来文教干校调研，由我汇报文教干校情况。严就问教卫办副主任马林正：“文教干校停办后，你们对这里有什么打算？”马答：“拟将这里办成上海市高校的副食品基地，劳动力向各高校抽调。”

会后，我们认为：将干校改办成高校副食品基地的意见不妥。1958年后，高教战线曾在青（浦）东、崇明，先后办过两次高教农场，都想解决高校的伙食品供应，花力甚大，但收效甚微。因此不宜再“重蹈覆辙”。我们建议，利用干校1200亩土地等条件，兴办一所农业机械化高等院校，以弥补上海高校的专业缺门，为加速国家农业机械化作贡献。

我们把这项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并去教卫办向领导当面反映。教卫办领导舒文等同志，对我们的建议非常重视，表示研究后，再给我们答复。

6月5日，教卫办领导舒文和刘芳（女）同志就找我们谈话称：“你们建议兴办农业高等院校，市农委已有安排，拟将七宝农校改建成农学院。你们那里准备办一所高等师范，专为上海十个郊县农村中学培养师资。主要招收农村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回农村中学任教。今后农村中学的教学结构，还要改革。你们设的专业，除文、理科外，还要设置一些应用学科和开设一些应用学科的课程，使今后农村中学的教师，除能教数、理、化和语文课程外，还能教农业机械和农艺课程。”
6月29日，市教卫办领导，正式向我们文教干校党委班子宣布：1、文教干校办完这期轮训后，不再继续举办。2、利用干校现有土地、校舍兴办一所专为市郊农村中学培养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3、由市教育局（当时高教、普教合在一起）的余立、汤恩燕和韩祥林三人为筹备组，先行筹备建校，今后还要从奉贤县教育局抽调一名负责同志参加筹备。会上教卫办领导同意我的建议，现在干校的党委成员也参加筹备工作。

受领任务后，我们当即着手调查郊县农村中学的师资情况。因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文革十年，又无新的师资补充，因此郊县中学师资，量少质弱的情况的确很严重，尤以6个远郊县为甚。以奉贤为例，县内在职的中学教师，合格的只占1/3，勉强合格的亦是1/3，还有1/3完全不合格。要振兴中等教育急需补充新的合格师资。

筹建这所高校，最感困难的是组织教师、职工队伍。由于学校定在奉贤杭州湾畔，离市中心人民广场约有60公里，交通又很不方便，地处偏远。当时文教干校以南，只有靶场等少数单位，其余一片旷野。文教干校的办校人员，是由各单位抽调来的，干校一旦停办就要调回原单位工作。即使编制在干校的一批青工，他们是“下乡知青”，要求与其他市属干校一样，干校结束，就回市区安排工作。因此从文教干校留不住什么人。组织队伍，如沿用依靠上级组织下令抽调办法，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办法恐难奏效。于是我们设想，上海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有着一批优秀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只因他们的家属是外地的农业户口，当时政策，这类家属不能调进市区，因此长期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如果市革会（市府）能对他们适当放宽政策，允许愿来我们这里工作的，随带外地农业户口家属，迁来学校落户。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这是一条比较稳妥有效的组织我校教职工队伍的途径。

上述设想报经市教卫办同意后，我们随即走访市公安局户政处、市人事局调配处，他们对此办法都表支持，但调进户数要有限额，调进后农业户口性质不能更变，而且一切要经市革会批准。

经过这些初步调查，筹备组即着手起草以市教育局名义，向市革会申请建校报告。教卫办对局里送来的报告，在审批时做了一些重大修改，如：1、将校名定为“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师分院），因要新建一所高校，必须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报批费时。如办“分院”，则上海有权决定，当年即可招生。2、师分院规模，先定为1000-1500人等等。经教卫办审定后，将建校报告报送市革会。

8月4日，市革会批复同意建立师分院的报告。有了市革会批文，市教育局马上拨给我们一笔开办费，用以改建校舍、添置图书、设备等等。我们也吸收了20多名应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作助教。为赶在8月全国统考之前，我们确定了先开设中文（仅语言文字）、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两年制的专科专业。统考后，我们共招了首届新生320名，只因我们的筹备工作还未完成，故在新生录取通知书上注明：“入学时间，另行通知。”

招生之后，组建教职工队伍，尤以调集开课教师最为着急。市革会的批文，同意30名愿去师分院工作的，可随带农业户口家属。这条政策，反响强烈。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一百几十名来信、来访，表示愿来工作。我们从中遴选了一些，并与他们的原单位商定，先借来参加筹建，再通过市人事局办理正式调动手续。

但市革会批准这样的限额太少，而且又限于处长和副教授以上的，远远不能满足开学需要。于是我们想向老校商借教师。文革前，余立同志原是市委教育卫生部的教学处长，对一些大学相当熟悉，我就跟着余立去华东师大、外语学院等单位求助。结果他们都说困难，只有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潘文铮答复，已动员得一名化学教师，可以定期支援。商借教师之举，完全落空。

此时，教卫办组织组的负责人朱根富，亦为我们奔波。他带我去已决定停办的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想为我们吸收一些办校职工，亦是未有成果。朱又带我去奉贤县委，时任县委书记陆介书则表示支持，经与县委组织部商定，第一批支援我们的领导干部为：县教育局局长陈瑞麟、钱桥公社党委书记李元亨和曙光中学校长沈葆元三位，之后又将县教育局副局长李立志支援了我们。

至此，我们只有请求市革会扩大随带农业户口家属的户数，才能有效组成能够正常运转的教职工队伍。我们要求将已定的30户增加至100户，范围亦由原定的处长、副教授以上，扩大为办校骨干（教师、干部和熟练技工）。我们认为这是在特定的时间（文革结束不久）、特定的条件（学校办在偏远农村）和特定的要求（当年建校、当年招生）情况下，组织教职工队伍的切实措施。

我们把要求市革会扩大至“100户”的要求报给教卫办。教卫办即于9月6日备文转报市革会。办的备文为：“根据精简的原则，请求市革会同意先调上海师范学院分院秋季开学所需的教师、干部、技工100名，随带农业户口家属共100户”（这份报告时称“100户报告”）。这份报告上报后，市革会就没有及时批复。

1978年8月25日，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金鼎同志调来师分院工作。教卫办刘芳同志向师分院的筹备组宣布：“师分院的筹建工作，今后由刘金鼎同志负责主持。”她还称：“奉贤县教育局局长陈瑞麟同志，在未调来之前，也参加筹备组工作。”这样，筹备组的成员，由原来的三人扩大为刘金鼎、余立、汤恩燕、陈瑞麟和我共五人。之后，刘金鼎同志即去奉贤，坐镇校内，指挥全局。

对于“100户的报告”，我们盼呀盼的，市革会就是批不下来。那年10月，天津的领导同志林乎加，大力倡议：“高校要扩大招生”。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响应。上海各老大学都各自设置了“分院”，扩招了新生，这些新生马上入学上课。于是早已被我们录取的新生，纷纷来信，问我们何时才能入学？我们更是心急如焚，一时无法答复。

此时，市教育局传给我们一条消息：市里要我们放弃文教干校这块土地，去浦东圹桥一所小学内建校，希望我们先去这所小学看看。我们闻此消息大为诧异，一所小学仅是“弹丸之地”，大学办在那里会有什么发展前途？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向市教育局、教卫办和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杨恺，我们都当面表明了不愿改变校址的态度。

我们对“100户”的要求，始终坚持不放。刘金鼎曾当面向市委书记彭冲提出请同意我们“100户”的申请。我和陈瑞麟同志，还再走访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市商业一局、市商业二局以及市粮食局，请他们支持我们“100户”的申请。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部门掌握着人事调动、户口管理、油粮、燃料以及口粮的供应，经我们走访，他们多数认为：师分院办在郊县，教职工农业户口家属迁入郊县，亦属合理。只要户口迁进，油、粮、燃料都可按计划供应。只有粮食局坚决不同意对农业户口供应商品粮。

市粮食局的郊区组（处）的负责同志说：“上海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要靠进口才能平衡。政策规定：只对城镇户口定量供应口粮，对农业户口的口粮，粮食部门是不供应的，他们的口粮，要靠自己生产解决，这条政策不能突破。”他还说：“国家粮食部门曾有指示，一年一度确定的粮食供应指标，不能突破，谁同意扩大供应，突破指标，谁负责！”

为解决“100户问题”，11月8日，市教卫办也曾邀请市人事局、公安局、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粮食局和我们筹备组一起在教卫办会议室共同协商，会议由教卫办领导刘芳主持。仍因农业户口的口粮，国家不能供应而未取得一致意见。

怎样合理解决农业户口家属的口粮，成为市革会能否批准“100户申请报告”的关键所在。

我曾去过大庆，他们职工家属的口粮是自己生产的。我在五七干校时，上级对于干校的生产，要求“口粮、蔬菜、油料、猪肉等自给”。但干校的口粮，始终没有做到自给。如果师分院农业户口家属的口粮由自己生产，能否自给？我因为缺乏实际生产经验，没有把握。为此，我就向陈瑞麟同志请教，他是奉贤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熟悉农业。他很有信心地认为：利用学校土地，组织校办农场，家属自力更生劳动解决口粮，完全有此可能，此事可请调来的原钱桥公社党委书记李元亨负责。”听了陈的这番话，我顿时信心倍增，拿定主意：“家属口粮，自行生产。”

我和陈瑞麟赶紧于11月15日上午就去教卫办向刘芳同志汇报：“农业户口家属口粮，可由自己生产解决，不足之数，暂请粮食部门补助。”刘听了非常高兴，她随即拨通了市财贸办副主任孙更舵的电话，与孙交换意见。孙很支持，立即派了财贸办二处副处长顾全金同志，来教卫办和我们一起商量。顾认为：“你们100户农业户口家属的口粮，一年不过20万斤，为数不多，可由家属自己生产解决，不足之数要请粮食部门补助，也符合当前政策，这样做，容易被市革会通过。”顾还说：“你们教职工家属，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粮食生产，开始不大熟练，要完全自给没有把握，故向政府申请补助，亦很合理。至于补助多少，可按实际需要而定，补多补少也可伸缩，即使补助60%-70%，仍属补助性质。年限可先定三年，三年过后，如果还需补助，可再申请，这样办法，市财贸办做了决定后，市粮食局不会再有意见。”等等。

这次会商，气氛非常融洽。市财贸办的支持，竟是如此有力！当时我们的心情愉快极了。会后我把与各方面协商意见，迅速写成《会商纪要》，经余立同志修改后，报送教卫办。办里亦于11月22日将《会商纪要》备文转报市革会。

为了落实家属迁来后的口粮供应和户口申报问题，刘金鼎同志带着陈瑞麟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奉贤县粮食局和县公安局走访。县粮食局局长李新民是位山东南下干部，他出言豪爽。他说：“你们学校办在奉贤，我们决不会饿着你们！今后学校家属生产的粮食可由县粮食局统一收购。家属的口粮，可由国营粮店每户发一张粮卡，凭卡按定量去粮店购买。”县公安局表示：“只要市里有了批文，我们一定照办，将你们的农业户口家属迁入奉贤落户。”

至此峰回路转，最困难的农业户口家属的口粮问题已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市革会同意我们“100户家属”进校问题，已经在望！

在1978年11月里，我们搭建了一个师分院的党委班子，由刘金鼎、谭锋、高兰村、李吉时、陈瑞麟和我六人组成。教卫办指示我们：在市委未正式批准前，这个班子可先开始工作。接着我们把师分院的各部、处、科、系负责人，也确定了人选。

校舍问题，由分管后勤的陈瑞麟同志负责抓紧改造。干校留下比较好一点的砖木结构房屋，首先用于教学和学生住宿。干校住房，原是单间的为多，就把其中的分割墙拆除，扩大用作教室和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安装和水、电、煤气管道敷设，则由各系已先到的教师、职工，辅以民工，自己动手建成。实验用的煤气，改用液化石油气，当时属于紧张物资，由陈瑞麟同志负责，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得到市计委和金山石化厂的支持，同意限量供应我们，专供教学实验使用。

用房尽管节约，但学生宿舍还是不够。我们就向近邻生物制品所借用了一幢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充作学生宿舍。

那么，100户教职工家属，约有400多口，他们进校后住在哪里呢？干校留下的，只剩下少量非常简陋的房舍和一批“猪舍、鸡棚、羊棚和牛棚”尚未利用。陈瑞林同志，面对现实，大胆建议：改造这些棚、舍，让迁来的家属，暂时先住下来，争取时间，以后再盖新屋。此时，我对陈的建议犹豫不定，心里老想：我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这批办校骨干的家属进校，难道就让他们住进又脏又破的棚舍，于心何忍？为此一直拖着，既不反对，又未点头。可是家属进校已经迫在眉睫，事已不容迟疑，于是陈瑞麟同志就对我提出“摇船不进港”的批评。

之后，我接受批评，同意由陈负责改造“棚舍”，陈就指挥民工，在羊棚、牛棚的油毛毡屋顶上，加盖了瓦片，将大间分小，棚、舍的地面铲去厚厚的一层臭泥，铺上新土，再做水泥地坪。对低矮的砖木结构“猪舍”，拆去它的“运动场”。这些“棚舍”原来都没有门窗，这次统统按上。每户房前，增搭一间披屋，将自来水接通，用作厨房。所有墙壁都用石灰浆刷白。分房时，不分工作职务高低，不论人口多少，暂且每户一间，权作栖身之处。

已进校的同志们，都能理解学校初创时的艰难，都能顾全大局，甘愿暂住这些棚舍。尤其是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如党委委员高兰村和李吉时，他们两家，分别住进改造后仍很低矮的“鸡棚、猪舍”，团委书记林树清一家，住进改建过的“羊棚”。一些处、科、系的党员干部，大家都无怨言的带头住进这些陋屋，一心一意地为建校奔忙。

1978年12月8日，翘首盼望的“100户家属申请报告”，市革会批复同意了。我们个个欢天喜地，立即发出通知，要求早已录取的首届新生，于12月18日来校报到。12月20日上午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日下午开始上课。一所新建的上海师范学院经历曲折，终于诞生了！

从1978年6月开始筹备，至同年12月开学，在这半年中，我们忠实执行党在文革后的“大办教育”的方针，并从实际出发，不怕困难，积极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显示了同志们的开拓创业精神。

市革会12月8日批文下达后，我们的办校骨干和他们的家属，从四面八方迅速调进学校。我们的教师，来自复旦、交大、同济、化工（今华东理工大学）、一医、华纺（今东华大学）、师院等单位。他们本是原单位的教学骨干。我们的家属来自全国19个省市，共计108户，约有400多口，进校后都组织在校办农场内劳动。所产粮食，充抵口粮；生产的副食品，供应学校食堂。有些家属，则安排在学校后勤部门，从事食堂、绿化、电工、驾驶、商店等单位，直接为师生服务。他们事实上是师分院办学初期的一支不占编制的重要办学力量。至于一些未成年的子女，就设法安插在附近中小学内就读，在这方面，原任县教育局局长的陈瑞麟同志出力最大。

1979年1月6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党委经市委组织部正式批准，由刘金鼎、韩祥林、谭锋、高兰村、李吉时、陈瑞麟六人组成。刘金鼎任党委书记、院长，韩祥林任副书记、副院长。过渡性的筹备班子正式结束。

开学后，我们把申请教学楼和家属宿舍的基建项目，列在首位。当新的家属宿舍建成后，教职工们就从“棚舍”搬进了新居。那些“棚舍”如今早被拆除，仅仅还存留在人们记忆之中。我们的教职工居住“羊棚、牛棚、猪舍”的那段经历，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增添了艰苦创业的光荣一页。

多年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的陈瑞麟同志，已于今年8月25日谢世了，享年85。他的“走”，我们是很沉痛的，和他结成的深厚友谊，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间。按照自然规律，他的“走”，只能算是“暂别”，因为我们迟早也会去他那里的。“暂别何凄凄，后会终有期！”

2013年10月10日

民以食为天
赵兴华

从前，听过一个故事：某年发大水，大家都在逃难。富人带着金银财宝，穷人带着一篮子糠饽饽，逃到了同一个山丘上，大水迟迟不退，穷人饿了就吃糠饽饽，富人饿得无法，用金银换穷人的糠饽饽，穷人不换给他，结果富人饿死了，穷人活了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小日本将中国对外的港口全占领了，中国无法接受外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一个主意：建一条滇缅公路接受外援。云南山多地少，为保护农田，全部劈山而建，云南省的妇女、儿童、老人建成了这条公路（青、壮年全上了前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社会发展了，时代变了，人们也许不会饿死了。但是温总理一直在忠告：要保护十八亿亩农田！然而，各级政府有谁真正懂得总理的良苦用心！君不见，各地大大小小的开发区：乡有乡开发区，县有县开发区，地区有地区开发区……所谓开发区就是占用了大量的农田建成一片片商业区及政府机关。不少城市还建了大广场、办公大楼、招待所……据报道，有一个乡政府的办公楼比美国的白宫还气派！我国是人口大国，现在粮食就部分进口，如果再增加进口的话，是有风险的，应引起警觉！

保护农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3年9月20日

鸡冠花

袁识先
常听人说，鸡冠花的生命力十分旺盛，随便种在盆里或地里，它都能茁壮成长。它的花有白、淡黄、淡红、鲜红、紫红、棕红、橙红等多种颜色，以红为主。去年我得着一些鸡冠花的种子，乌黑发亮，有着金属般迷人的光泽。春天我把它种在花盆里，夏天它枝叶繁盛，如今已是繁花似锦了。只是它们一律都开出鲜红的花朵。它扇形的花冠舒展而厚实。皱褶层层却自然翻屈，整个花园有如红润的鸡冠，这不禁让我想起来宋朝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赵启的诗句《啄鸡冠花》：“秋光及物眼犹迷，着叶婆娑似碧鸡。精彩十分佯欲动，五更只欠一声啼。”

鸡冠花的名字，形状和颜色都极易使人联想到大公鸡，更由于我是属酉鸡的，所以这鸡冠花对我来说就别有一番亲切的意思。由于大公鸡形体健美，色彩艳丽，行动敏捷，又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刺绣、剪纸大都喜欢选它为表现题材。每逢一个鸡年，我也都会选择一个大公鸡像保存下来。

前年，我的大女儿晓松，送给我一个七彩瓷的大公鸡。它展翅、伸颈、蹬足的形象真是傲气十足，甚至还有一些小小的霸气。我久久望着这尊大公鸡，心下暗想，难怪追求卓尔不群的人们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作为人生的信条啊。据说，公鸡由于它英勇、顽强和好斗的性格曾被视为法兰西民族先祖的图腾，直到现在法国和肯尼亚也还是把公鸡视为本国的国鸟。

我种的鸡冠花，花色鲜红，花比鸡冠要大的多，鸡冠花的花杆没有分支，也是红色的，叶子长到后来也发红了，整个鸡冠花看上去像一把火，燃烧的一把火，也放出了斗争的光芒。我久久的望着鸡冠花，感觉我的斗志不及从前了，这种变化不知是好事呢，还是不好。下面的几件小事就说明了我性格的变化。

在我家门前有一片绿化带，有人经常把烟头、果皮等垃圾随意丢向绿化带，很不自觉。于是我写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爱护绿化，人人有责，请不要把烟头、果皮、垃圾抛到绿化地带”。但是没有多大效果。过了些时，牌子也不见了，我也再没有管它。这是不是缺乏了战斗精神呢？

我们小区里在安装地下水道时，挖土机、推土机等各种机器，轰轰隆隆的每天哄闹不停，而且挖出的土石就直接推压在了绿化带上，根本不管这里种植的各种绿化植物。我在绿化带种的独叶草、琼花苗和松树苗也都毁坏了。真可谓野蛮施工啊。我很生气，非常想和他们理论一番。但我看到工人们为了赶工程，忙的不可开交，谁还管你提什么意见呢？因此，我就忍了下来，连意见也没有提。这是不是大大缺乏战斗精神了呢？
2009年6月我买了一台高电位治疗机，在购买之前我曾付过200元的定金。后来，公司的销售把治疗机送来了，并对我说：“如果你不要发票，200元的定金就还给你”。我感到很奇怪，这样的话公司不就吃亏了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很不理解。销售员见我如此拎不清，只好说：“公司不开发票就不需缴增值税了”。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公司是想让我和他们共同偷税漏税呀！我坚决不干，就对他说：“我一定要发票。”事过去之后，我一直没有进一步对该公司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这是不是也算缺乏战斗精神呢？

我是离休干部，奉贤区海湾镇政府按照上海市的有关政策，每天派一名清洁工到我家帮助搞家务。时间为一小时，由政府给清洁工一定的补助，并不需要我出钱。国家和政府给我的照顾，我从内心是非常感谢的，同时我对清洁工也是非常尊敬的。但是，来服务的清洁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并没有一个小时，有时甚至只干半个小时就走了。

我感到他们这样做不够诚信，在我家里干多少活倒是无所谓，但这种行为本身却会给政府抹了黑，我就向他们提了意见，同时也向他们组长讲过。但组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认真对待。因此，我也就不再坚持了。这样一来，我们相处的倒是相安无事，但我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不是也有点缺乏战斗精神呢？

由鸡冠花而想到公鸡，又由公鸡的性格想到人的斗争精神，思绪是不是荡得有些太远了，我想如果我们周围生活越来越和谐，我一个九旬老人就不需要那样斗志昂扬了。 

2013年11月20日

难忘的故乡“三水”

管继英
我魂牵梦萦的故乡新蔡县在河南东部，是一片不见山踪的平原。离乡七十多年，虽然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回去看看，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年。如今再想回去，已是力不从心。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姑且写写故乡“三水”——三眼井、汝河、小南海，寄托我的思念之情吧。

一、三眼井——“天下第一井”

一口井可以有三个眼同时取水，世所罕见。三眼井成为当代的旅游景点，还在于它是四千多年前吕侯伯夷开凿的“天下第一井”。据谢石华先生考证该井“原为土井，后为防止井沿坍塌，方便居民取水，改砌为砖井，上覆青石两块，石上凿孔三眼”得名（见《新蔡文史资料》第八辑）。

我出生在新蔡故城西门内路北，距离西城门外路南的“三眼井”，只有5分钟路程，吃着它那清澈甘美的水长大，“三眼井”于我，恩重如山。尤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55年“肃反”时，我的母亲被非法隔离，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与亲人往来。幸好有个“三眼井”，让她在清晨取水时，能够与胞妹见上一面。我于1956年初收到姨母来信，得知上述情况，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姨母在信中写道：“恩高义重，无从报答于万一；痛折肝肠，叫我何处哭亡姐？”说明亲人见面当时是何等不易！
上世纪80年代，乡亲们开始用上自来水，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为“三眼井”立碑保护，作为古吕文化和井源文化的一处景点供人观光。

二、汝河——一本打开的书

汝河在县城以南10里处，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它源出于泌阳北山，孟子有云：“大禹治水，掘汶汉排淮泗而注之江。”1939年8月，表姐刘伯平（刘积学（注）的外孙女）约我陪她去息县夏寨探亲。走近汝河，但见两岸一马平川，阳光下，远处的村庄掩映在树丛中。我们乘船过渡时所听到的只有河水浪打浪的声音。在那战乱年代能够远离尘嚣，哪怕能享受片刻宁静，也感到特别幸福，心中浮现了一本打开的书。

据《论语》微子篇记述，2400年前，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自楚及蔡，来到汝河西南岸边时，子路下车向正在地里干活的长沮和桀溺二位隐者打听渡口时，遭到他们的冷遇。他们认为社会腐败，个人应当隐居才是。他们何曾知道孔子是一位胸怀古今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物。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水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反映了他极高的精神境界。他在《论语》述而篇中所作的自我评价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公元前484年返回鲁国后致力于文化教育而名垂千古。到今年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已有440所孔子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我县保留的一处孔子遗迹便是设在汝河岸边的一座“子路向津”的石碑供世人观光。在它的旁边还有长沮和桀溺二贤墓。
（注：刘积学解放前任河南省参议会议长，1948年曾发表讨蒋檄文，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三、小南海——我心中的月

近日在老年歌咏组学唱了一首《望月》。歌词中反复吟唱着：“天上有个月亮，水里有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边唱边想，勾起了我对小南海的思念。歌词中描绘的情景好似1941年的中秋之夜，我和玩伴们在小南海的桥头目睹的美景，几十年过去了，小南海依然在我的记忆中不时闪现。

它坐落在古城的西南墙边，面积约两个高尔夫球场大小，环抱着一座花木繁茂的小岛，状似南海，因此有“小南海”之称。

最难得的是岛上不仅设有识字班，还有阅览室，我就是其中的读者之一。印象最深的是我在那里第一次读到外国小说——法国作家小仲马写的名著《茶花女》。书中描写的爱情悲剧使当年的我深受感动，跟着茶花女“流下了无声的眼泪”。为书动情，我自此爱上了读书，更爱上了小南海。沧海桑田，在那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小南海被群居的住房掩埋了。

我作为少小离家的游子，小南海依然是我心中一轮皎洁的明月，陪伴我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太阳花

袁识先
我在绿化园中撒下了一些太阳花的种子。它们先是长出细长的绿叶，有如陈铺在水面上浓密的水草。如今它们已经开花了，有红的、有黄的，还有紫色的。虽然，花朵只有纽扣般大小，但它们却开得花木葱茏，有如夏夜里满天铺洒的星辰。

有人说太阳花之所以叫太阳花，是因为它在清晨见到太阳之后才开放，而太阳落山后就见不到这种花了。它是为太阳而活着、而开放的花。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花形像太阳，花心浑圆，花瓣细长，沿圆心展开，像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太阳。

无论哪种说法，总之它都与太阳有关。太阳初升，光芒万丈，蓬勃而出普照四方。太阳是地球上能量的来源，是万物生长的动力。太阳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

家有太阳花，就会给人带来朝气蓬勃的精神，带来积极进取的勇气，带来永不停歇的脚步，带来无尽的力量和希望。

家种太阳花，就会让人感到清新，感到温暖，感到成长的快乐和生活的温馨。

我在园中种下了太阳花，愿太阳花像阳光一样温暖千万家，愿每一个家庭都和谐幸福，愿每一个孩子都健康成长，愿每个老人都愉快安康。

太阳花是太阳的使者，也是我最亲密的挚友，太阳花是太阳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它开在我们的家园里，也开在我们的梦境中。
2013年中秋节

神州多寿星
陈浩明
九九重阳日，

老人喜过节。

神州多寿星，

耄耋满街行。

八十“多来喜”，

九十不稀奇。

齐筑中国梦，

百岁应可期。

2013年重阳节
卜算子·咏秋
张  辉
桐叶绿变黄，
诗人莫悲秋。
花落随风籽留枝，

新苹香九州。（1）
稻熟金遍地，

棉开银叠楼。
五谷登场仓储满，

“三农”庆丰收。（2）
注：1、中国广大地区东北、华北、华东、大西北都盛产优质苹果。
    2、今年水灾、虫灾皆有，却获得连续第十个丰产年极不容易。

2013年10月18日

踏莎行

——献给怀英老师
管继英

长夜漫漫，彭城落难，

幸蒙党恩见太阳；

献身医卫走四方，

为民服务口碑好。

爱人如己，爱己如人，

扶助乡里美名扬；

情系“师大”传佳话，（注）
子孝孙贤福满堂。

（注）韩怀英老师“文革”中抢救耳负重伤的校领导陈云涛。离休后又盛宴招待70多位参加旅游的离休干部。近日又满怀激情地和几位银发姐妹为我校六十大庆捐款。

201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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